第二节  整理文史资料

打成了右派，毛啸岑心里很是痛苦，而一肚子冤水却不知向谁诉说。

自青年时代起，他就是个热血沸腾的汉子，跟着柳亚子、侯绍裘、邓演达、王绍鏊革命大半辈子；然而，如今却成了“反党”、“反社会主义”的“右派”，成了“无产阶级专政”的对象。

他怎么也不能面对眼前的现实，一下子仿佛换了个人。过去，他喜欢交朋友，家里常常高朋满座；如今却只能闭门谢客，不敢多与人接触。他从自己的灵魂深处解剖自己，承认自己有许多旧的思想意识，却怎么也不认识自己“反党”、“反社会主义”。

一天，舒曰信、杨俭来到毛啸岑家。舒曰信的前妻沈伊娜病故后，与杨俭结为夫妇。舒曰信此时在市保密局工作，故人相见，默默无语。舒曰信只是劝说毛啸岑认真学习毛主席著作，改造世界观，争取组织谅解。

毛啸岑认真地、虔诚地读着毛泽东的著作。这时，他又产生了一套新的处世哲学：“做人要会自拉自唱自己下台”。他，在这种阿Q精神中度着时光。

毛啸岑被划为“右派”后，心里一直闷闷不乐。他不时地想着在北京的柳亚子，想写信倾吐肺腑之言，然而千言万语又不知从何说起。却不料，1958年端午节刚过，传来噩耗：柳亚子在北京逝世。毛啸岑悲痛万分，却又不能去吊唁。

晚上，他对沈华昪说：“我一生为革命奔走，道路虽曲折，但终未埋头入歧途，皆侯绍裘、柳亚子、王绍鏊数人的诱导。侯绍裘烈士，给了我莫大的激励，至今念念不能忘，今亚子又辞世，以情理应赴北京吊唁，执绋营葬，但我获罪于党，戴罪之身不获自由……”说着泪水夺眶而出。

沈华昪理解毛啸岑的心情。她说不能去北京，我们可以在这里吊唁。
于是，毛啸岑与沈华昪打了个唁电给柳亚子夫人郑佩宜，表示哀悼。随后，将柳亚子的照片翻拍放大悬于室内，以示悼念。
过了几天，毛啸岑从报纸上看到了北京柳亚子追悼大会的新闻报道。毛泽东亲自送了花圈，刘少奇、周恩来亲自执绋。看到这个场面，毛啸岑心里感到一丝欣慰。

望着柳亚子的遗像，毛啸岑心情沉重。以往的岁月，象电影般地徐徐展现在了眼前。想着以前轰轰烈烈的革命历程，虑及前程，黯然泣下。他现在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，脱离了工作岗位，除了接受监督检查还能做什么呢？

这时，柳亚子的一段早年经历浮现到了他的眼前：1918年底，南社起了内讧，柳亚子辞去了南社主任之职居家不出，这是他政治活动的低潮。但是，他没有闲着，埋头于吴江文献的收集、整理和刊印。由于柳亚子的呕心沥血的劳作，使大批甚有价值的乡邦文献得以保存并传诸后世。

毛啸岑受到柳亚子这段经历的启发，开始收集整理柳亚子的遗墨文稿和有关革命史料。他把这作为对柳亚子的最好纪念，在这纸书笔墨中打发自己寂寞的时光，滋润自己枯槁的心田。

他四处发信征集，片言只字亦视为珍宝。各方寄来的文史材料，堆在书桌上，足有一尺多高。

一天，他的学生邵子敬去看望他。他正收到一位朋友寄来的柳亚子的《为吴江旅渝同乡会祭同乡王祖勋岳麓文》手迹，心里很兴奋，拿出来给邵子敬看，并且说：“这是极宝贵的资料，以后交给有关革命文物保管机构，是很有价值的。”

邵子敬已很少见到毛啸岑如此兴奋了，也很高兴地说：“老师是在做一件很有意义的事，将来在历史上会留下值得记忆的一笔的。”

“我自己没什么，”毛啸岑说，“我要把柳亚子先生的革命业绩留给后辈，让它们永远留在人们的记忆中。”说着，他又拿出了自己正在编写的《柳亚子轶事》文稿。

邵子敬看着这凝聚了毛啸岑对柳亚子的深厚感情，凝聚了毛啸岑一片心迹的文稿，对老师产生了由衷的敬意。

1959年11月，组织上通知毛啸岑说，他的“右派”帽子摘掉了。听到这消息，毛啸岑如获得了第二次解放。压在他心中一年多的沉重的石头可以搬走了，毛啸岑欣喜若狂，立即提笔给王绍鏊、张曙时等写信，向他们报告这个喜讯。

然而，这种喜悦没有保持多久。

“右派”帽子虽然摘了。“摘帽右派”还是革命的对象，还是在被监督之中。他已经不再是人民代表、政协委员了，也不能担任银行总经理和同业公会副主任委员了，只保留民建市委委员，被调到上海人民银行担任储蓄员，行政级别从13级降到15级。每天，整理着回收的钱币，那旧钱币不时地发出阵阵异味，令人恶心。但他忍着，认认真真地工作着。尽管白天劳累，晚上回到家里他还是不忘自己的使命，在灯下伏案写作。

他仍然闭门不出。偶然以前的同事、学生来看他，他亦早已失去往日那种激奋的情绪。亲友天各一方，毛啸岑与沈华昪常相对无言。
1960年上半年，舒曰信来到毛啸岑家里请他去吃饭，说是叶景灏来了。

叶景灏于1953年离开银行系统，担任了驻柬浦寨大使馆商务参赞。后来，又先后任驻日本商务参赞和外贸部亚州司司长。这次，他从柬浦寨回到了上海，就去见舒曰信，两人一见面，回忆起当年中信商业银行的经历，自然就想到了毛啸岑。

在舒曰信家，舒曰信的妻子杨俭在厨房里忙碌。舒曰信、叶景灏和毛啸岑在客厅里交谈。叶景灏侃侃而谈在柬浦寨的见闻，称赞国家帮助柬浦寨建设的专家，谈了不少实例。毛啸岑默默地听着，很少开口，他想到自己的处境心里又平添了一丝丝苦涩。只是在谈论着他已整理的有关柳亚子资料的成果时，才兴奋起来，眼中不时地透露出一道道希翼之光。

毛啸岑几乎断绝了与工商界人员的交往，下班回到家中，就伏案埋头于文史资料的整理之中。他不仅收集了柳亚子的文墨遗稿，还收集了有关侯绍裘、张应春的资料。他回忆着自己与他们共同战斗的经历，写了一批回忆文章。如今保存下来的有，《亚子轶事》、《追忆侯绍裘同志》、《有关张应春烈士的史料》等。

1960年5月初，毛啸岑收到了苏州市文化局长范烟桥的来信，说他正在研究张应春的史料，希望毛啸岑能帮助。

范烟桥是吴江同里人，南社社员，正在筹建苏州博物馆。5月13日，毛啸岑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，提供了许多有关张应春的情况。为了保存史料，信后他专门叮嘱范烟桥：“大作写好后乞赐一份，转送上海革命历史纪念馆。”
1961年3月，芦墟镇有位青年人张舫澜给毛啸岑写信，说有写作柳亚子传记的想法，请求毛啸岑提供史料。毛啸岑立即回了一封5页纸的长信，提供了许多亲身经历的情况。诸如当年有关分湖先哲祠的争端，孙传芳企图逮捕柳亚子、毛啸岑的始末，张应春加入国民党、共产党的日期，于右任为张应春墓碑题字的由来，以及提名陈亨利任江苏省妇女部长等史实。

毛啸岑整理柳亚子、侯绍裘、张应春的史料，追忆着往事，这已成了毛啸岑生命的一部分。回忆为他增添了坚毅，支撑着他的人生。1961年他在《追忆侯绍裘》一文开头写道：“侯绍裘同志殉国卅四年了，他声音笑貌是永远活在我的心里。绍裘同志斗争意志的坚强，待人的诚恳平易，以及他的真实朴素吃苦耐劳等，虽然事隔卅多年，犹历历如在眼前。”

在这段岁月里，舒曰信与毛啸岑交往比较频繁。他对毛啸岑是很了解的，但迫于政治形势，亦无能为力，只得不时地鼓励毛啸岑。1963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舒曰信和毛啸岑一起去复兴公园乘凉。他对毛啸岑说：“凡事向前看，切不可跟人家比地位，比待遇。问问自己，为人民做了些什么，有什么贡献，就觉得自己渺小了。我们所做的一切，人民是看得到的，党是承认的。”这番话对毛啸岑启发很大。毛啸岑告诉他，自己正在潜心收集有关文史资料。舒曰信很赞赏，并说，他自己也可以把过去的事情回忆回忆，写下来，给后人以启迪。

此后，毛啸岑不时地反思着自己，写下了《我在大革命中》、《我与中信商业银行》等回忆文章，留下了一份份第一手资料。

1965年，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来了。毛啸岑解放思想、放下包袱，参加金融事业的小组活动，还被安排到金融研究组工作。他似乎看到了自己人生的转机。

1965年底，中国革命博物馆征集历史文物。毛啸岑感到自己手上这批柳亚子遗墨，是自己的宝贵财产，然而，如果献给国家，意义尤为重大。他与沈华昪商量后，决定将所存的柳亚子手迹呈献。

于是，《总理八十诞辰纪念》、《南明史料纂征社条例》、《苏曼殊正传》、《为吴江旅渝同乡王祖勋岳麓文》等文稿，《七甲》、《七绝》诗及柳亚子致毛啸岑、沈华昪、徐文烈等人的书札，一并经毛啸岑手送进了中国革命博物馆。
就在毛啸岑精神面貌略有转变，正从“右派”阴影中走出来时，中国大地掀起了一场更大的“风暴”。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了……
